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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文革”结

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还推出了“熊猫丛书”，把

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法文，介绍

给世界。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这些努力并不

是很成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我曾指导我的

几个博士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具体的个案研究。

有一个博士生专门研究《红楼梦》的英译史，《红

楼梦》翻译成英文的 170 年的历史。她在美国大

学里呆了半年，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希望

能搞清楚中国人翻译的《红楼梦》和英国人翻译的

《红楼梦》，这两个译本英语读者更青睐哪一个？

她根据图书馆的借阅率、馆藏书目，以及相关学

术论文对译本的引用率等数据，发现中国出版的

《红楼梦》译本在英语世界是受到冷遇的，很少人

借阅，包括“熊猫丛书”、《中国文学》杂志，后

来都未能继续办下去，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

题。中国图书的外译、发行渠道、接受状况等都

不尽如人意，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一

般来说，国际上，包括口译，翻译都是要从外语

译到自己的母语，而不是从母语到外语。这涉及

跨文化交际、译介学的规律，对此我们必须引起

重视。就从莫言这次获奖谈起吧，莫言之所以能

够获得诺贝尔奖，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

其中有一个因素是大家不能否认的，那就是翻译。

然而仅仅是把莫言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就可以获得

成功了吗？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首先是谁来

翻译的问题。莫言作品的外译者都是外国翻译家，

如美国的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法国是杜

特莱夫妇（Noel Dutrait, Liliane Dutrait）、瑞典的译

者则是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还有日本

的、意大利的、韩国的译者等，都是当地的汉学

家或者翻译家。

陆：您是说这些译者更擅长将外来作品引入

国内？

谢：是啊。他们的翻译有一个共同特点，那

就是在用词上更符合本土读者的趣味和习惯。就

访谈按语：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专家与翻译理论家。现任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中国
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主要著述有《当代国外翻
译理论导读》《译介学导论》《译介学》等。

2012 年 12 月 16 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
海外的传播及影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笔
者对谢教授进行了采访。以下是采访的具体内容。

陆杏（以下简称“陆”）：您是否还记得您做

的最早的翻译是什么类型的？

谢天振教授（以下简称“谢”）：我最初同时

做过两个外语的翻译，一个是俄译汉，一个英译

汉。俄译汉我做了一本俄国女作家娜杰日达·杜

罗娃（Надéжда Андрéевна Ду’рова，1783—1866）
的《一个女骑兵的札记》，内容有点像我国的花木

兰的故事。作者像花木兰一样，也是女扮男装去

参军的。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个札记，是一部

自传性质的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把它翻

译了出来。这是我翻译的第一个正式出版的作品。

另外，英译汉我翻译的是《狄更斯传》（Charles 
Dickens: A Life）。那是一部长篇传记，在国内也

算是比较早的狄更斯传记著作，是跟我的两个朋

友一起合作翻译的。这两本书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版的。

陆：那您怎么看待当今的中译外的作品，以

及这些作品在对外文化传播方面扮演的角色？

谢：其实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对中国

文学和文化典籍的外译一直是很重视的，我们在

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从 20 世纪 50 年代

开始我们就创办了《中国文学》这份英文版杂志，

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后来还有法文版。《中国

文学》开始是不定期发行，后来变成了定期的季

刊，再后来又变成月刊。中国外文出版社也出版

了很多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像《楚辞》

《红楼梦》等这些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英译本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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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西方国家的读者他们接受中国文学、中国文

化典籍的能力问题。他们目前处于什么样的接受水

平呢？我们总是想，为什么我们能读他们的全译

本，他们就不能读我们的全译本呢？这里我们就是

忽视了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要知道我们今天的

中国读者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阅读西方文化译本

的熏陶、培养。我们从林纾、严复（1854—1921）
那个时代起，那一代的读者就已经开始读外国文学

的翻译作品。那时候傅东华（1893—1971）、伍光

建（1867—1943）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时候，也

是把心理描写、风景描写都删掉了，因为当时的中

国读者不习惯看大段大段的风景描写、心理描写

的。我们中国传统的小说，风景描写、心理描写很

少，几乎没有，所以当时的中国读者不习惯、也不

喜欢看那些冗长的心理描写，风景描写。这里我又

提出了一个“时间差”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接

受西方的文学、文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所

以我们今天的中国读者有能力阅读西方文学、文化

的全译本，我们的出版社甚至打出全译本的招牌来

招徕读者。但同样的策略现在在西方就行不通。去

年 6 月份我跟葛浩文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

说，如果他把我们的作品照本全译，出版社不愿意

出，读者也不愿意看。这个情况就跟我们清末民初

那个时代差不多，因为今天的英美国家的读者对中

国文化典籍的接受水平跟我们林纾、严复那个时代

阅读西方译作的中国读者的水平差不多。这样你就

能明白为什么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的时候要连译带

改。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中国读者懂外文的人多，

但是西方国家读者中懂中文的人少，中国人学西方

语言比西方人学中文要容易。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把

握相对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把握也要来得更加全

面，西方人要全面把握中国文化是比较困难的。不

要看有些汉学家中文说得很好，对某个问题研究得

也很深，但是他了解的中国文化的面是很窄的。中

国文化太博大精深了。

陆：可以说中国人研究西方语言文化的人多

一些，而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相对少一些吗？

谢：对，相比而言少得多。这也就导致中国

文学的外译显得很艰巨。我一直倡言要让母语的译

者来译介外来的作品，但是问题是在西方国家没有

像我们中国这么多的翻译家，我们翻译意大利语的

作品有懂意大利语的专家，翻译西班牙语的作品有

精通西班牙语的专家，精通英语、俄语、日语、德

语的专家那就更多了。但西方国家哪有那么多精通

中文的专家和翻译家？他们的汉学家屈指可数。所

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国内从事中译外的译者仍

然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光指望外国翻译家来翻

译，这个速度是有限的。翻译的作品数量也是有限

像我们读中国翻译家作品，譬如我们喜欢读傅雷

（1908—1966）的翻译，就因为他的译笔符合我们

的阅读趣味。假设有一个法国的汉学家来翻译，把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的作

品翻译成中文，虽然他的中文也很好，译文里也没

有什么大的错误，对原文的理解也许还比傅雷要

好，但是译文的味道就是不一样，我们的读者还是

喜欢傅雷翻译的那种文字、那种语言、那种风格。

反过来中译外的问题也是一样，这里译者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出版社的问题。由哪个出版社

出版？国外出版社还是国内出版社，这点也很重

要。若是由国外的主流出版社出版，译作就很容易

进入主流的发行渠道，容易在国外阅读界得到广泛

的传播。其实这事到处都一样。譬如在中国，一本

译作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或者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样

的品牌出版社出版，我对这个译本就会比较信任、

感兴趣。如果换成是一个地方性的很偏僻的小出版

社，我就会对同样的一本译作持怀疑态度。莫言作

品的译作都是由外国的主流出版社出版的，这也是

一个很重要因素。还有，莫言对翻译者的态度也是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陆：也就是说莫言本人很注重与这些国外译

者间的合作？

谢：是的。我的意思是莫言对这些译者的尊

重、理解、宽容和放手。譬如葛浩文在把莫言作品

翻译成英文时，他提出要把原著中的某些内容删

掉，甚至要把某部作品的结尾都要改掉，莫言都很

大度地表示同意。莫言说，这本书你翻译，那么它

就是你的作品了。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这样的态

度非常了不得，对译者充分信任、尊重和理解，这

样译者就可以放手翻译，切实地考虑读者的阅读趣

味和习惯。正是由于这样的合作，葛浩文才取得了

成功，译本也取得了成功，其实也就是莫言作品的

外译取得成功了。我们国内翻译界也许有人对此会

有异议，质疑让葛浩文删掉那么多，改了那么多，

甚至结尾都改了，那还是莫言的作品吗？我对这

些人的回答是，想想我们当初读过的林纾（1852—
1924）的译作吧，林纾的译作是外国文学作品吗？

大家都知道，林译也有很多删节、很多的改写，但

它终究还是外国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无非是传

递的信息量多还是少的问题。尽管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被他翻译、删改成《块肉余生述》，

但是这部作品的基本内容终究还是狄更斯的，狄更

斯长篇小说的基本内容还在。话说回来，对于当时

的中国读者来说，如果真的搞出一个狄更斯作品的

全译本，恐怕他们也接受不了，不会愿意看。所以

我要提出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也就是今天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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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些人看了简译本，觉得对庄子的这些话感

兴趣了，然后也许会对你的全集也感兴趣。先捧

出一个“全集”，把人家一下吓倒了，人家从此对

你的这些东西反而永远失去了兴趣。这个“时间

差”就是提醒我们这个。我们与其花大规模的人

力、物力搞一些浩大的工程，而且收到的效果还

不好，那还不如静下心来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

我们可以像国外一样建一些翻译工作坊，我们可

以邀请国外的翻译家到中国来住个三个月或半年，

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让他们来帮助

翻译，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这倒真是

有益的。

陆：您刚才提到“时间差”，说我们对外国文

学译本的接受从严复那个时代就开始了，我们是不

是也要注意到那个时候其实正是我们中国需要外国

作品的时候？与我们国内的需求有关？反过来说，

西方国家现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我们的作品？

谢：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译介学中有一

条规律，就是说译入语国对外来的文学、文化有

了需求，它才会来翻译你的作品。如果没有需求，

他是不会来翻译你的作品的。为什么我们译到美

国、英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去的中国作品很少很

少？就是因为他们目前对中国文学、文化还没有

很强烈的需求。在我们国家，外译作品占了我们

国家全部出版物的将近 50％，就是因为我们对他

们的文学、文化有一种强烈的需求。所以我说了，

在国外这样的需求还没形成的情况下，你单向地、

一厢情愿地把这个东西推出去，你就不可能取得

成功。这就需要我们去鼓励、培育这样的接受环

境，让他们感觉有这个需要，那里他们就会主动

引进我们的作品。应该说目前我们正好有一个比

较好的契机，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

国已经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他们对此感到好奇，

他们的经济出现了危机，而我们中国却还能够继

续上升，是什么原因？这个时候他们对中国文化

就会有所需求。所以这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难得

的机遇。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话，就是我不大赞成这

个中国文化“走出去”这种说法。这个提法容易

引起人家的反感、警惕，以为我们是要搞“文化

侵略”。我觉得更好的提法是我们要更好地推动、

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要告诉人家，我们的用意

是通过中国文学、文化作品的外译，让人家来了

解、认识我们，告诉人家中国不是那么神秘、那

么可怕的。

陆：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谢：不客气！

的。然而我们中国的文学、文化又是那么丰富，光

靠国外的翻译家肯定不够。所以我强调说，我们要

改变我们目前的中译外的方式，不要关着门自搞一

套，而要走国际合作的道路。

陆：那这里面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要让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从而从

事这方面的研究？

谢：对的。我们要好好花点工夫，联系实际

情况，改变不切实际的译介策略，这样才有希望

把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切实有效地介绍出去。不

能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

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学、文化就自

然而然地“走出去”了。这是个认识误区。我们

花了很多的钱，出了英文版、法文版的《中国文

学》杂志，出了“熊猫丛书”，现在我们还在做“大

中华文库”，但这些著作翻译成英文、法文以后，

就真的“走出去”了吗？我们有没有关注过这些

译作的反响？有没有调查过它们在国外的接受情

况？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历史教训了，为什么

不吸取呢？为什么《中国文学》办了半个世纪最

后还是停刊了？为什么“熊猫丛书”最后也不了

了之了？为什么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得相当

不错的《红楼梦》英译本，包括他们翻译的其他

中国文学作品，没有在西方世界获得广泛的传播，

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这些都在提醒我们，中国

文学、文化要“走出去”，光靠语言文字的转化成

功是不够的。

陆：您刚才提到的“时间差”的问题是否在

暗示我们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是需要一段时间来

培养呢？

谢：对，我的“时间差”概念就是说，我们

要面对外国对我们外译作品接受情况的现实。所

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从事这个对外文化传播的政府

领导部门也好，我们的文化部门也好，包括我们

翻译界也好，要注意到这个“时间差”的问题。

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不能急于求成，你要正视

他们接受的现实情况。所以我主张我们在现阶段

可以多出一些简易本，一些改写的、浅显易懂的、

有趣的译本，而不要热衷于追求大而全的所谓的

“文库”，人家的接受水平还没达到这个地步。我

觉得我们有的出版社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不错的工

作。前几年好像有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书，叫“老

人家说”，把庄子、列子、墨子、孔子他们的话摘

录出来，不是搞全译本，只是把里面最精彩的、

最生动的一些语言翻译成外文，再配上精美的图

画，这样小的作品人家反倒更容易接受，比起“老

子全集”“庄子全集”等，它们的接受情况要好得

（访问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牛津大学设立汉语教席的就职演讲

□ ［英］理雅各（James Legge）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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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1876 年 10 月 27 日，著名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作为牛津大学首任

汉语教授，在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发表了就职演讲。演讲围绕汉语教席在牛津大学设立的必

要性、意义以及教学内容和目标展开，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研究理雅各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 19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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